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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资源诅咒”这一命题 早出现于 Auty（1993）的著作“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Resource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其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
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在此之前，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增















表一个国家的资源丰裕程度，利用 97 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在 1971 年自然资源和


















Warner，1995, 1999; Gylfason，2001）。 后，自然资源也会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在资源部门
工作从而挤出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造成资金从研发部门向初级产品部门的转移（Sachs and 
Warner, 2001）。在控制了地理和气候等解释变量后，他们发现“资源诅咒”仍然存在。 










































成立。徐康宁与王剑（2006）利用 29 个省级地区在 1995~2003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源诅
咒”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并且主要是通过资本途径挤出制造业和技术产业, 从而制约经















GDP 高度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一个地区的 GDP 增长越快，该地区就越倾向于被“度
量”为资源相对贫乏。当人均 GDP 或 GDP 的增长率同时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就可能存在“内
生性”的问题，从而得出“资源诅咒”的结论。为了理解所谓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考虑以下
两种可能成立的理论假说： 













               表 1 部分省份平均能源产量以及平均年工业总产值 
 平均能源产量（亿吨） 平均年工业总产值（亿元） 比重（%）
江苏省 0.202113 11353.94 0.0018 
山东省 1.104211 9509.432 0.0116 
陕西省 0.491597 1283.242 0.0383 
甘肃省 0.17655 823.5 0.0214 
青海省 0.04606 184.3559 0.0250 
宁夏回族自治区 0.127457 241.6635 0.0527 
 
 
表 1 列出了山东、江苏、陕西、宁夏、甘肃、青海 6 省在 1989~2006 年平均能源产量和
平均工业总产值①。能源产量的计算根据徐康宁、王剑（2006）使用的中国科学院折算公式, 
即能源产量= 原煤产量×0.714t/t + 原油产量×1.43t/t + 天然气产量×1.33P/1000m3，其中 t 为
吨, m3 为立方米,能源产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吨。经换算后发现，山东省的平均能源产量为























                                                        
①由于暂无能源工业产值数据，本文以和能源工业产值高度相关的平均能源产量代替。 
②该比重为平均能源产量比上平均年工业总产值。 虽然产量和产值量纲不同，但由于 6 省能源产量乘以共









,1990ln ln mini i i i iY Y ing X uα β δ= + + +Π +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城市，Yi为 2006 年人均 GDP，α为常数项，Yi,1990 为 1990 年人均 GDP，
mining 代表采掘业从业人数和当地人口数的比重，Xi 代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
量，ui 为随机扰动项。上述计量模型和经济理论中的“条件收敛”模型相一致，其中我们以 1990











至 2005 年的平均值作为各地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含了 1990 年及 1997 至 2005 年中国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相
关变量，大部分来源于中经网，其中关于各地制度质量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6）。
根据行政区划的划分，中国具有 300 余个地级市。但由于部分城市相关变量的数据有所缺失，
尤其是制度度量的数据仅受限于 120 个城市，因此 终取得完整信息的城市仅 95 个（具体
信息请见附表）。样本城市在各个省的分布如下：除 4 个直辖市外，来自江苏、山东分别有
9 个，来自广东 8 个，来自河北、辽宁、浙江、湖北与湖南各 6 个，来自四川 5 个，来自福
建 4 个，安徽、河南各 3 个，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云南、陕西与甘肃
各 2 个，青海、贵州各 1 个。 






据 Sachs 和 Warner（1995，2001）的建议，我们还将反映开放程度的 D_landlock 与各地 1990











表 2 “资源诅咒”的检验 
 （1） （2） （3） （4） （5） 
mining 0.786(0.843) 2.886(0.462) 3.084(0.442) -1.931(0.255) -1.659(0.372) 
D_landlock  0.753(0.000)   -1.824(0.283) 
D_special   0.185(0.120)  0.012(0.895) 
lnY90    0.744(0.000) 0.706(0.000) 
X_inter    0.036(0.011) 0.249(0.203) 
R2 0.0006 0.2104 0.2448 0.6150 0.6200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说明：括号中的数值为 p 值。下表同。 
 
表 3“资源诅咒”的检验（以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指标） 
 （1） （2） （3） （4） （5） 
mining 0.123(0.169) 0.130(0.143) 0.125(0.148) 0.138(0.133) 0.136(0.183) 
D_landlock  0.003(0.847)   0.0005(0.976) 
D_special   0.0003(0.977)  -0.0007(0.953) 
lnY90    -0.005(0.558) -0.005(0.618) 
X_inter    -0.00009(0.259) -0.00009(0.260) 
R2 0.0041 0.0048 0.0041 0.0144 0.0145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表 2 利用 95 个城市数据，通过简单的 小二乘法，检验了资源丰裕程度和各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了控制横截面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中所有估计








裕程度与各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们同时也采取了 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即取 1997 至 2006 年人均 GDP 自然对数的平均数，
计为（1/10）ln（GDP2006/GDP1997）。结果仍然显示城市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
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④。  
                                                        
③ Sachs 和 Warner（1997）中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投资。 
④徐康宁与王剑（2006）也尝试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当地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
考虑到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指标可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影响的逆因果性关系，从而
导致 OLS 回归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前 5 年（1997 年至 2001 年）的平均值
作为资源丰裕度的度量，即试图通过前 5 年的时滞变量来进一步降低逆因果关系的可能。表
3 罗列了使用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的 OLS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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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个计量模型相比，我们在回归中增加了虚拟变量 Di，用以表示一个城市 i 所处
的省份是否具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如果城市 i 所处的省份具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则
Di 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具体地，我们考虑三种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省份是否具
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首先，将样本中 95 个城市按照采矿业从业人数与当地人口比例这
一相对指标排序，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所在省份我们认为是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样本中属
于这些省的城市 Di 皆取值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这样就得到了 D1。⑤对于 D2，将样本城
市按照采矿业从业人数这一绝对指标排序，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及其所在省的其他城市取值
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⑥对于 D3，将样本城市所在省按照平均能源产量排名，位于排名
前 10 省份的城市取值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⑦我们试图通过虚拟变量 Di 的设置来反映资
源丰裕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D1、D2 和 D3 的估计系数都为正，
这意味着资源丰裕的城市可能对其他省内城市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D2 和 D3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 0.20 和 0.26。D1 的估计系数为 0.14，但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加入初始条件、沿海城市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时，D3 的系数变得不
显著了。但 D2 的估计系数是 0.18，仍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 p 值为 0.027。表 5 罗列了使









                                                                                                                                                               
现其和各省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但他们仅简单地把它归因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⑤前 10 位城市所在省为山西、黑龙江、江苏、河南、河北及辽宁。 
⑥前 10 位城市所在省及地区为山西、江苏、黑龙江、河北、天津、河南、辽宁及山东。 
⑦前 10 位省份及地区包括黑龙江、山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天津、广东、辽宁、吉林、河北及河
南。 
表 4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省内“外溢”效应的检验 
 
 (1) (2) (3) (4) (5)  (6) 
mining -8.914(0.843) -1.386(0.752) 0.157(0.966) -2.082(0.294) -3.424(0.088) -1.821(0.324)
D1 0.143(0.247)   0.044(0.604)   
D2  0.203(0.087)   0.177(0.027)  
D3   0.261(0.035)   0.056(0.488)
D_landlock    -1.892(0.274) -2.401(0.162) -1.815(0.294)
D_special    0.013(0.889) 0.013(0.883) 0.006(0.955)
lnY90    0.696(0.000) 0.692(0.000) 0.702(0.000)
X_inter    0.258(0.197) 0.316(0.112) 0.246(0.216)
R2 0.0106 0.0255 0.0499 0.6209 0.6393 0.6222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95 
 
表 5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省内“外溢”效应的检验 
（以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指标） 
 (1) (2) (3) (4) (5)  (6) 
mining -0.288(0.938) -0.663(0.854) 0.905(0.762) -0.863(0.613) -1.972(0.232) -0.740(0.619)
D1 0.166(0.175)   0.014(0.859)   
D2  0.221(0.055)   0.133(0.080)  
D3   0.234(0.045)   -0.001(0.986)
D_landlock    0.252(0.036) 0.266(0.015) 0.247(0.028)
D_special    0.033(0.674) 0.035(0.635) 0.033(0.680)
lnY90    0.696(0.000) 0.710(0.000) 0.698(0.000)
X_inter    -0.002(0.024) -0.001(0.134) -0.002(0.015)
R2 0.0172 0.0348 0.0458 0.6926 0.7027 0.6925 








用 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的横截面计量模型： 
mini i i i iZ ing D X uα δ λ= + + +Π +              （3） 
其中，D 为上文中所定义的虚拟变量。考虑到 D2 在各种回归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健性，
所以在本节中我们直接采用 D2 来反映资源丰裕城市在省内的“溢出”效应。Xi 则代表了一系
列控制变量，它们包括 1990 年的人均 GDP、沿海城市虚拟变量、开放城市虚拟变量以及 1990
年人均 GDP 和沿海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Z 代表资源丰裕城市影响省内其他城市的可能
传导途径。上述计量模型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效应。首先，资源丰裕程度（mining）的估计系














































表 6 外溢效应传导机制的检验结果 
 
科技创新能力 变量 政府效率 制造业 
科研人员数 科研财政支出 
人力资本投入 地区开放度 企业家活动 
mining 0.812(0.370) -0.753(0.001) 0.0130(0.621) -0.0034(0.011) 0.0360(0.000) -2.778(0.013) -0.4540(0.002)
D2 0.071(0.059) 0.016(0.043) -0.0007(0.327) 0.0001(0.146) -0.0004(0.256) 0.025(0.611) -0.0006(0.935)
D_landlock -1.759(0.001) -1.107(0.000) -0.0070(0.661) -0.0004(0.791) -0.035(0.000) 0.660(0.356) -1.7520(0.000)
D_special 0.066 (0.255) -0.012(0.276) 0.0030(0.011) -0.00006(0.646) -0.0007(0.862) 0.048(0.457) 0.0020(0.838) 
lnY90 -0.349(0.311) 0.048(0.000) 0.0030(0.028) -0.00007(0.628) 0.0002(0.477) 0.120(0.067) 0.031(0.000) 
X_inter 0.202(0.001) 0.134(0.000) 0.0006(0.759) 0.00008(0.346) 0.0041(0.000) -0.070(0.414) 0.210(0.000) 
R2 0.1222 0.6470 0.2550 0.1006 0.3831 0.1561 0.7269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 16655 亿元增加到 47455 亿元，年均增长达到 11.6%⑧。其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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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样本城市列表 
北京市 大庆市 滁州市 滁州市 武汉市 
天津市 上海市 福州市 福州市 宜昌市 
石家庄市 南京市 厦门市 厦门市 襄樊市 
唐山市 无锡市 三明市 三明市 荆门市 
秦皇岛市 徐州市 泉州市 泉州市 荆州市 
邯郸市 常州市 南昌市 南昌市 黄冈市 
张家口市 苏州市 九江市 九江市 长沙市 
沧州市 南通市 济南市 济南市 株洲市 
太原市 连云港市 青岛市 青岛市 衡阳市 
大同市 盐城市 淄博市 淄博市 岳阳市 
沈阳市 扬州市 烟台市 烟台市 常德市 
大连市 杭州市 潍坊市 潍坊市 郴州市 
鞍山市 宁波市 济宁市 济宁市 广州市 
抚顺市 温州市 泰安市 泰安市 深圳市 
本溪市 湖州市 威海市 威海市 珠海市 
锦州市 绍兴市 临沂市 临沂市 汕头市 
长春市 台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佛山市 
吉林市 芜湖市 洛阳市 洛阳市 茂名市 
哈尔滨市 安庆市 南阳市 南阳市 惠州市 
 
 
